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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成式人工智能(以下简称“生成式AI”)作为定价中枢，催生了无需人类明示合意即可涌现协同定价的

新型轴辐协议。传统反垄断法“意思联络”要件在归责筛选、证据门槛与罪责匹配上遭遇三重失灵。本

文以“智定价”虚拟案例为线索，解构人机混合决策的三种法律形态，借鉴德国“组织过错”与“保证

人义务”理论、美国反托拉斯法“便利化行为”规制经验及产品责任法“设计缺陷”归责逻辑，提出以

“共同风险体”和“算法代理”为核心的双层归责理论，将意思联络从主观合意转向客观风险创设与控

制。在制度层面，通过设计共同风险体成立标准、三级合规制度、相适应的责任配置，为反垄断法回应

自主智能系统奠定法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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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generative AI”), as a pricing hub, has 
given rise to a new type of hub-and-spoke agreement that enables coordinated pricing without re-
quiring explicit human consent. The traditional antitrust law requirement of “mutual intent” has 
encountered triple failures in liability screening, evidentiary thresholds, and culpability matching. 
Using the “Smart Pricing” hypothetical case as a thread, this paper deconstructs three legal forms of 
human-machine hybrid decision-making. Drawing on Germany’s theories of “organizational fault” 
and “guarantor obligation,” the U.S. antitrust law’s regulation of “facilitating arrangements,” and the 
product liability law’s “design defect” liability logic, it proposes a two-tier liability theory centered 
on the “common risk body” and “algorithmic agent.” This shifts the focus of mutual intent from sub-
jective consent to the creation and control of objective risks. At the institutional level, by establish-
ing standards for the formation of a common risk body, implementing a three-tier compliance sys-
tem, and configuring proportional liability, it lays a jurisprudential foundation for antitrust law to 
address autonomous intelligent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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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假设如下场景：A、B、C 三家平台占据某区域生鲜电商 80%市场份额(市场集中度 HHI = 2400)，均

接入 D 公司开发的“智定价”基础模型。A 输入“与竞争对手保持价格协调”，B 输入“避免恶性竞争”，

C 仅输入“利润最大化”。三个月后，三平台核心 SKU 价格同步率从 35%升至 92%，调价时间差小于 2
小时，市场均价上涨 18%。执法机关调查发现：三平台经营者之间无任何直接沟通；AI 决策过程不可解

释；D 公司训练数据包含大量历史卡特尔案例。 
这一“智定价”事件揭示了生成式 AI 作为“影子轴心”的新型轴辐协议。反垄断法对算法角色的认

知经历了“信使–代理人–自主决策者”三个阶段[1] [2]。第一阶段，算法仅执行人类指令，其法律评价

完全依附于使用者意图；第二阶段，算法在授权范围内独立决策，行为后果归属于被代理人；当前，生

成式 AI 推动算法进入第三阶段，在模糊指令下自主推理、策略生成与动态调整，人类使用者甚至无法预

见其具体输出。当 AI 成为定价中枢，其接收“维持行业价格健康度”等模糊指令，输出的却是具体协同

策略时，算法不再是合意的“传声筒”，而是合意的“生成器”。 
我国《反垄断法》第十六条将垄断协议界定为“排除、限制竞争的协议、决定或者其他协同行为”，

第十九条禁止“组织”和“实质性帮助”达成垄断协议 1。然而，这些条款以人类主体的组织或帮助行为

为归责对象。面对 AI 自主生成的协同策略，若严守“意思联络”要件，自涌现合谋将永久游离于法外；

若扩张解释组织行为，则可能突破责任主义原则。核心问题可分解为三个层次：生成式 AI 轴辐协议在何

 
1https://www.samr.gov.cn/zw/zfxxgk/fdzdgknr/fgs/art/2023/art_f0fae9eb3a684fc39e84d89eabfc2ca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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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程度上动摇了传统“意思联络”要件的教义学根基、比较法资源能否提供理论重构支点以及如何在尊

重责任主义原则的前提下构建适应自主智能系统的归责框架。 

2. 人机混合决策轴辐协议的现象解构 

2.1. 生成式 AI 作为“影子轴心” 

传统轴辐协议中，轴心经营者角色明确、可识别，承担信息汇聚、策略传达与执行监督职能。生成

式 AI 作为轴心则具有“影子”特征，其存在嵌入技术架构之中，功能通过算法输出实现，主体身份却难

以直接认定[3]。 
运作机制包括三个层面。其一，模糊指令输入。人类经营者不再输入“将价格统一提高至 X 元”的

明确指令，而是输入“维持行业价格健康度”“避免恶性竞争”等商业话语，生成式 AI 通过自然语言处

理与强化学习将这些模糊目标解码为具体定价策略。其二，自主推理与策略生成。基于对海量市场数据

的训练，生成式 AI 能够识别“囚徒困境”结构，并输出使各方收益最大化的协调方案。其三，动态调整

与反馈学习。生成式 AI 持续监测市场反应，当检测到偏离行为时自动调整策略参数，维持协调均衡的稳

定性。这种“自我执行”功能远超传统轴心的监督能力[4]。 
生成式 AI 的核心能力，即 AI 的语义理解、自主推理与策略生成能力，使其能够扮演“影子轴心”

的角色。当众多相互竞争的经营者向同一个 AI 系统咨询定价策略时，AI 系统实际上成了一个中心化的

信息汇聚与策略分发节点。它接收所有咨询者的市场数据与商业目标，经过内部“黑箱”推理，输出协

调一致的策略建议。这一过程与人类轴心组织者的行为模式高度同构，区别仅在于，轴心不再是一个具

有法律人格的经营者，而是一个算法系统。由此产生的根本性法律困境在于，传统轴辐协议规制以“轴

心经营者”为追责核心，其法律主体地位明确；而“影子轴心”是法律上的客体，无法成为归责支点，导

致整个合谋网络的法律定性与责任分配陷入失焦。 

2.2. 跨平台算法协同与“无轴心之轴辐” 

传统轴辐协议的辐条通常处于同一相关市场，通过单一轴心实现协调。生成式 AI 时代出现了更为复

杂的“元轴心–次级轴心–辐条”星链结构：元轴心为提供基础模型的 AI 服务商，次级轴心为接入该模

型的各平台算法，辐条为平台上的具体经营者。当前，AI 基础模型的服务化趋势正在催生跨平台的算法

协同。当不同行业、不同地域的平台商家，都接入同一头部厂商提供的基础模型 API 进行定价决策时，

它们在底层决策逻辑上被悄然同质化了。 
这种结构的关键特征在于“算法同质化”效应。当多个竞争平台接入同一基础模型或共享训练数据

集时，即使各平台独立输入指令，其算法输出也可能高度趋同，因为模型内部的参数权重、价值函数与

优化路径已被同质化。此时，协调不再依赖于轴心的主动信息传递，而是源于算法架构的相似性，形成

“无轴心之轴辐”。这一结构意味着反垄断执法不再可能仅通过切割单一市场、调查单一平台内的沟通

记录来发现合谋，而需要跨平台、跨市场的系统性监管视野。 

2.3. 人机混合决策的三种形态 

根据人类意图与 AI 自主性在最终决策结果中的贡献比例，可将人机混合决策的轴辐协议分为三种法

律形态。这一类型化是后续差别归责的前提。 
第一种为“直接指令型”。人类经营者向 AI 输入明确的协同意图，如“与竞争对手 A 协商统一价

格”，AI 执行信息传递与策略优化功能。此形态中，人类合意清晰可辨，传统“意思联络”要件仍可适

用。AI 仅作为工具中介，其法律定性相对清晰，仍可适用传统反垄断法的共同故意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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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为“模糊指令型”。人类经营者输入“提升行业整体盈利能力”等目标性指令，生成式 AI 凭
借其强大的语义理解与推理能力，将这些模糊指令解码为具体的合谋策略，自主推导出价格协调、市场

划分等具体策略。此形态中，人类具有概括性的协同意图，但对具体策略缺乏认知，传统“意思联络”要

件中的具体性要求面临挑战。 
第三种为“纯粹自涌现型”。多个平台独立向 AI 输入“利润最大化”等中性指令，AI 在与市场环境

的持续交互中，通过强化学习等方式自主习得协调均衡策略，人类经营者对协同结果完全缺乏预见。此

形态中，传统“意思联络”要件彻底失灵——既无主观合意，亦无客观联络证据，但市场层面却呈现出

典型的卡特尔效果。这是对传统归责理论冲击最大的形态，因为它几乎完全脱嵌于人类的认知与意图。 

3. 传统意思联络理论的适应性危机 

3.1. “意思联络”要件的三重功能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十六条中“协同行为”的认定以“意思联络”为核心要件之一，承载

着三重功能。其一是，归责筛选功能，将违法的“合谋”与合法的“平行行为”相区分，后者是经营者在

寡头市场结构中基于对他人行为的理性预期而独立作出的相似决策，前者因存在主体间的信息交换与行

为协调而具有可归责性[5]。其二，证据门槛功能，要求存在联络的客观证据，防止反垄断法因结果归责

而过度干预市场，保护被调查者的程序性权利[6]。其三，罪责匹配功能，意思联络体现经营者的主观可

谴责性，使处罚与行为人的道德过错相匹配，契合责任主义原则。这三重功能相互支撑，共同构筑了反

垄断法归责体系的理性骨架[7]。 

3.2. 算法场景下的功能失灵 

生成式 AI 轴辐协议导致上述三重功能均出现适应性危机。(1) 归责筛选功能失灵。传统理论将市场

行为二元划分为“合谋”与“平行行为”。但共享算法偏见下的趋同行为构成一个无法被二分法容纳的

“第三范畴”，它既非源于人类合意，也非源于独立的市场理性判断，而是源于共同的技术基础。

OECD(2017)《Algorithms and Collusion》报告指出 2，当多个竞争者依赖同一算法定价工具时，该算法定

价工具的提供者可能有效充当合谋方案的轴心。强行归入“平行行为”将放纵合谋，归入“合谋”又缺乏

主观合意基础。(2) 证据门槛功能失灵。生成式 AI 的决策过程具有不可解释性。在模糊指令型和纯粹自

涌现型中，“合意”隐藏在 AI 的推理“黑箱”中，或者根本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合意”，而只是 AI 自
主学习的“策略趋同”。执法机关面临难以穿透的证明困境。若坚守传统证据门槛，此类行为几乎无法

被证明；若降低门槛，则可能退化为严格责任[8]。(3) 罪责匹配功能失灵。在纯粹自涌现型场景下，人类

经营者既无故意，亦可能无过失，他只是购买了一项 AI 定价服务并设定了“利润最大化”这一所有企业

的天然目标。若将责任完全归于 AI，则面临 AI 法律主体地位缺失的障碍；若将责任分散于所有使用者，

则陷入“集体责任”的伦理争议。 

3.3. “算法黑箱豁免”漏洞 

上述功能失灵汇聚成一个严峻结论：若严格固守传统意思联络理论，人类经营者的法律责任将与其

使用算法的自主性与不透明性成反比，算法越智能，人类越无需负责。这将在市场中产生一种致命的逆

向激励，经营者会倾向于放弃自研简单透明的算法或人工定价，转而采购最具黑箱特征的通用大模型进

行决策，因为后者能带来最大的法律安全区。这种“算法黑箱豁免”的实质效果，不是保护自主决策权，

而是保护一种以技术规避法律的策略。它不是在维护责任主义，而是在制造一个基于技术复杂性的责任

 
2Https://www.oecd.org/en/events/2017/06/algorithms-and-collus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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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空地带。 
因此，理论的革新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必然。它需要对意思联络的规范功能进行根本性反思，

而非在原有框架内做修补性的解释论作业。 

4. 比较法视野下的理论重建资源 

4.1. 德国“组织过错”与“保证人义务”理论 

德国刑法与行政法中的“组织过错”理论为企业作为组织体的归责提供了重要启示。Roxin 提出的

“组织支配理论”(Organisationsherrschaft)认为[9]，企业主对其组织内部风险负有管控义务，若因组织结

构缺陷导致违法行为，即使无法证明个人主观过错，企业仍需承担责任。Tiedemann 进一步将其引入经济

刑法，主张企业主有义务将经营组织体建设成确保合规运行的系统[10]。 
更为相关的是德国刑法学家(Nagler)在 1938 年正式提出的“保证人义务”理论。在此基础上 Jakobs

提出[11]要求对特定风险源具有控制地位的主体负有防止风险实现的作为义务。在算法场景中，AI 服务

商作为基础模型的设计者、训练数据筛选者与参数调优者，对模型的竞争效果具有事实上的控制能力，

理应负有算法合规“保证人义务”。引入生成式 AI 进行商业决策的经营者，则负有建立算法合规治理体

系的义务，不能将 AI 视为即插即用的“魔盒”。若放任 AI 在黑箱中运行导致合谋，这一组织性疏忽本

身即构成可归责的过错[12]。 

4.2. 美国反托拉斯法对“便利化行为”的规制 

美国《谢尔曼法》第一条的判例法在规制协同行为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在 Interstate Circuit, Inc. v. 
United States, 306 U.S. 208 (1939)案 3中，最高法院认定，电影发行商向影院发出的建议信函虽未构成明示

协议，但因影院有理由知道其他影院收到相同建议并可能遵循，即构成协同行为的基础。在 American To-
bacco Co. v. United States, 328 U.S. 781 (1946)案 4中，法院进一步指出，竞争者之间的信息交换若具有实

质性特征，可作为协同行为的证据[13]。 
这些判例对生成式 AI 场景具有类推价值。当 AI 向多个竞争者输出定价建议时，即使建议内容未明

确提及“协调”，但若竞争者知晓其他竞争者接收了相同建议，且建议内容具有引导行为一致的效果，

则该输出可被视为公开邀约。美国法对“便利化行为”的规制表明，反垄断法可以超越传统协议概念，

对具有协调功能的信息传播行为进行规制。 

4.3. 产品责任法中的“设计缺陷”归责逻辑 

产品责任法为将归责视点从“行为”前移至“产品设计”提供了成熟范式。《美国侵权法重述(第三

版)》第二条及欧盟《产品责任指令》5第六条确立了“设计缺陷”概念：当产品在设计上存在不合理危险，

且该危险在按预期使用时造成损害，生产者应承担责任[14]。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

零三条 6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六条 7亦规定，产品存在“不合理危险”时生产者应承

担侵权责任。 
类推至生成式 AI 场景，基础模型的合谋倾向可被认定为一种“设计缺陷”。若模型在训练过程中被

赋予“利润最大化”单一目标函数，且训练数据大量包含历史卡特尔案例，则模型可能习得协同策略作

 
3https://supreme.justia.com/cases/federal/us/306/208/ 
4https://supreme.justia.com/cases/federal/us/328/781/ 
5https://q2rt76fo46.feishu.cn/wiki/B03TwtUrViUVh6kmBescnAQxneb 
6https://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233181.html 
7https://www.samr.gov.cn/zfjcj/tzgg/art/2023/art_579118cd202a45fba28b7edfd9f6fd7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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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最优解。当这一缺陷在市场应用中实际导致了合谋损害时，要求作为风险源控制人的 AI 服务商承担相

应责任，便具有法理上的可迁移性。这不是要求 AI 服务商为所有使用者的行为承担替代责任，而是要求

其为自己所创造的、不合理的风险产品承担责任。 

5. 从“主观合意”到“客观风险控制” 

5.1. 意思联络要件的功能性重新阐释 

面对生成式 AI 轴辐协议的挑战，需要对“意思联络”要件进行功能性的重新阐释，使其从一种主观

心理事实，转变为几种可被客观识别和证明的法律状态。 
第一，从明示合意到信号式联络。当经营者向 AI 输入一个在客观上创设了实质性合谋风险的信号

时，该“信号发送”行为本身即满足意思联络的功能等价物。如输入“维护行业价格纪律”等模糊指令，

因算法同质化效应，其被竞争者接收并响应的概率极高，具有与明示合意相当的市场效果。第二，从主

观意图到风险认知。行为人对其输入指令可能引发协同效果具有认知可能性即可，不要求对具体协同策

略的预见。经营者部署的 AI 系统应被推定为电子代理人，只要 AI 行为处于经营者概括授权的业务运营

风险范围内，其法律后果即归属于经营者。采纳 AI 建议并付诸实施的行为，本身即构成责任连接点。第

三，从主体间关系到共同风险体。多个经营者因共享算法架构形成技术共同体，构成“共同风险体”。明

知或应知共享 AI 技术会带来显著市场协同风险，但为追求效率收益自愿接入，其共同但有意识的冒险可

被评价为“准合意”。这借鉴了德国“组织过错”理论中，对建立和维持一个危险组织体之行为的归责逻

辑。 
这三种重新阐释，共同完成了将“意思联络”从主观内心世界解放出来、转向客观风险世界的关键

一步。 

5.2. “共同风险体”理论的严格化构建 

“共同风险体”理论借鉴了德国社会法与保险法的概念资源，但在反垄断法语境中赋予新的内涵。

其核心命题是：当多个经营者因技术架构的绑定而共享同一竞争风险源时，其对该风险源的共同依赖与

共同控制，构成一种特殊的法律关系。为避免“连坐”风险，“共同风险体”的成立须满足“四要件 + 
两限定”。 

四要件：(1) 技术同质性，使用同一或实质性相似的生成式 AI 模型，共享核心参数权重或训练数据

集；(2) 市场结构性，所在市场为寡头垄断或高度集中市场(HHI > 1800)，确保协同具有现实经济基础；

(3) 认知关联性，经营者明知或应知其他竞争者使用同类算法，可通过行业报告、公开 API 接入信息或模

型服务商宣传资料；(4) 信息汇聚性，存在数据回传、模型微调共享或中心化参数更新机制，构成事实上

的信息交流通道。 
两限定：(1) 排除独立开发且未共享训练数据的相似算法，避免巧合趋同被误伤；(2) 要求协同效果

无法以独立理性决策解释，即排除市场结构本身导致的平行定价。 
责任划分机制。各经营者承担按份责任为主、连带责任为辅。按份责任的划分依据：(1) 指令模糊程

度，越模糊责任越重；(2) 对算法的实际控制力，能否调整参数、退出系统；(3) 从协同中获益比例。各

经营者仅当存在直接指令或信息互通时方适用连带责任，而 AI 服务商则承担独立的“设计缺陷”责任。 

5.3. “算法代理”理论与“可中断的因果关系” 

“算法代理”理论为责任归属提供了另一路径。该理论主张，生成式 AI 在特定条件下可视为使用者

的电子代理人，其在授权范围内的行为后果归属于被代理人。“算法代理”理论的适用边界需要严格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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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其一，授权范围应以使用者的指令内容为判断基准，明确指令下的 AI 输出直接归属于使用者；模糊

指令下的 AI 输出需考察使用者对 AI 自主决策能力的认知与接受。其二，越权行为的处理应借鉴表见代

理规则：若 AI 输出超出指令范围，但使用者事后接受或未及时纠正，则视为对越权行为的追认。其三，

AI 服务商的责任应独立于使用者责任：当模型设计缺陷导致协同策略生成时，AI 服务商作为代理人的选

任者，应承担选任过失责任。 
同时引入“可中断因果关系”理论实现责任的精细化划分。在“纯粹自涌现型”场景中，责任配置重

心向 AI 服务商转移，使用者仅承担选任过失层面的轻微责任。使用者可通过以下行为切断因果关系与责

任的联结：(1) 建立并运行合规有效的算法审查机制，例如设立独立的算法伦理委员会；(2) 对 AI 输出

的高风险协同结论开展人工复核，并就拒绝采纳该结论的理由形成书面记录；(3) 在监测到价格异常趋同

态势时，主动向反垄断执法机构履行报告义务。若使用者满足上述全部条件，则推定其已完全履行法定

注意义务，无需对 AI 自主涌现的协同结果承担责任。 
针对因果关系的认定，本文采用三层检验规则：(1) 条件关系检验，即判断案涉算法是否为协同行为

发生的必要条件，若移除该算法后协同行为仍会发生，则不成立条件关联；(2) 相当因果关系检验，即判

断该类算法在同类相关市场中是否通常会引发协同效果；(3) 因果关系中断检验，即判断使用者是否已采

取符合规范要求的风险阻断措施。 

5.4. 双层归责体系的构建 

基于上述理论，本文提出“人类行为归责 + 算法风险归责”的双层归责体系。 
第一层为人类行为归责，依意图分层配置责任梯度。“直接指令型”中，人类经营者承担核心责任，

因其具有明确的协同意图，AI 仅作为工具中介。“模糊指令型”中，人类经营者承担过失责任，因其对

AI 可能生成协同策略的风险具有认知可能性，但未建立有效的合规审查机制，构成注意义务的违反。“纯

粹自涌现型”中，人类经营者承担放任责任，因其明知使用共享算法存在协调风险，却未采取退出或调

整措施，构成对风险的默示接受。 
第二层为算法风险归责，依据风险源控制进行配置管理责任。AI 服务商作为基础模型的设计者，对

模型的竞争效果具有事实上的控制能力，负有算法合规保证人义务。该义务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在模型

训练阶段排除历史卡特尔数据、在模型部署阶段设置竞争合规过滤器、在模型运行阶段建立异常行为监

测机制。违反上述义务导致协同策略生成的，AI 服务商应承担独立的管理责任，而非与使用者连带责任，

这种责任配置避免了连坐效应，使技术提供者专注于合规改进而非规避使用。 
基于上述新阐释，可构建一个覆盖人机两端、意图与风险分层的归责体系。这两层责任并行不悖，

相互衔接，共同构成了一张完整覆盖从人类意图到算法风险的、密而不漏的追责之网。 

6. 从理论到规则的转化 

6.1. 证据规则的调适 

新型合谋的证明困境，要求对传统的“谁主张、谁举证”规则进行适当的、有条件的调整，而非全盘

放弃。本文主张引入“举证责任有条件倒置”机制，原告承担初始举证责任，证明算法协同的外观事实，

这包括两项核心事实：其一，各经营者之间存在显著的价格同步化等协同行为外观；其二，这些经营者

都使用了同一生成式 AI 服务或存在跨平台算法协同的技术基础。完成此证明后，举证责任即发生转移。

由被告证明无风险创设，包括算法设计不存在协同诱导性、使用者未输入具有协调倾向的指令、已建立

有效的合规审查机制等。 
“算法审计报告”可作为安全港证据。若经营者定期委托独立第三方进行算法审计，审计报告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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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不存在协同倾向、使用过程中未触发协调机制，则可在诉讼中作为反驳证据。如果该报告能够证明

其算法在设计、训练、输入等环节已尽到了防范合谋风险的充分义务，则可进入“安全港”，被推定为不

构成违法。若无法提交此报告，或其报告未能通过审查，则将承受不利的法律后果。这一制度设计激励

经营者主动合规，同时降低执法机关的信息成本。 
这一设计将深不可测的“算法黑箱”争议，转化为对一份合规文档的审查与质证，既化解了执法机

关的证明僵局，也为经营者提供了明确的合规激励与法律确定性。 

6.2. 合规指引的三级制度设计 

第一，建立沙盒测试准入机制。针对具备系统性影响的定价模型(服务用户规模 > 1000 或覆盖市场

份额 > 10%)，监管机构应当要求 AI 服务商开放沙盒测试环境，模拟典型市场结构(如三寡头市场、双寡

头市场)下模型的定价决策过程，测算模型收敛至协同均衡的概率，若测试通过率低于预设阈值，则禁止

该模型投入商用[15]。 
第二，落实输出端风险提示义务。要求 AI 模型在输出定价建议时，若检测到以下特征，必须自动生

成竞争风险提示：(1) 模型输出的建议价格与竞争对手当前定价高度趋同；(2) 模型输出建议涉及产量限

制或客户市场分配；(3) 定价建议基于“市场跟随”策略生成。风险提示应当包含决策依据简报、输入数

据摘要、推理逻辑摘要与风险等级四项核心内容。 
第三，构建分级备案管理制度。按照模型对市场竞争的影响范围，将其划分为三个等级并设置差异

化备案要求：一级(基础大模型)须事前向监管机构强制提交竞争影响评估报告；二级(垂直领域定价模型)
实行年度备案结合抽查审计的管理模式；三级(企业内部自研模型)采用自主审计结合异常情况主动报告

的管理要求[16]。 

6.3. 法律责任的梯度配置 

行政处罚应依据意图分层实现梯度化。直接指令型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五十六条的

顶格处罚；模糊指令型适用中等幅度处罚，并责令建立合规机制；纯粹自涌现型适用较低幅度处罚，但

要求退出共享算法或调整模型参数。民事赔偿应引入连带责任与补充责任的区分：使用者之间对协同造

成的损害承担连带责任，AI 服务商在管理责任范围内承担补充责任。 
将新归责体系中的意图分层转化为行政处罚的裁量阶梯。对直接指令型，适用接近法定罚款上限的

重罚，相关责任人可被罚款并禁止从业。对模糊指令型，罚款根据注意义务违反程度居中确定。对采纳

AI 代理建议未审查的，罚款从轻，重在责令停止与合规整改。 
人类经营者应作为第一责任人对全部损害承担连带责任。若 AI 基础模型服务商被认定存在“设计缺

陷”，其在损害扩大部分承担补充责任。这激励受害人主要向经营者求偿，同时为 AI 服务商保留了适当

的风险约束。 
对算法本身的监管干预措施应包括算法禁令(禁止特定模型在特定领域的使用)、强制修改令(要求调

整模型参数以消除协同倾向)、算法召回(对已部署模型进行全面审查与修正)。 

7. 结论 

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定价中枢，与跨平台算法协同的融合，催生了无需人类明示合意即可涌现协同

定价的新型轴辐协议。传统意思联络要件在归责筛选、证据门槛与罪责匹配上均遭遇适应性危机，固守

传统将制造“算法黑箱豁免”的责任真空。 
本文以“智定价”虚拟案例为线索，解构了人机混合决策的三种形态，检验了传统教义学的三重失

灵，通过借鉴德国“组织过错”与“保证人义务”理论、美国“便利化行为”规制经验及“设计缺陷”归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6.159782


徐慧 
 

 

DOI: 10.12677/ass.2026.159782 550 社会科学前沿 
 

责逻辑，提出以“共同风险体”和“算法代理”为核心的双层归责理论。这一理论将意思联络从主观合意

转向客观风险创设与控制，在不突破责任主义原则的前提下实现对 AI 自涌现合谋的有效规制。通过严格

化共同风险体成立标准，引入“可中断的因果关系”精细划分责任，设计三级合规制度与相关证据规则，

为反垄断法回应自主智能系统提供了从理论到制度的完整路径。 
需要承认的是，本文的理论建构仍存在局限。对算法透明度的依赖使制度效果受制于技术审计能力

的发展；双层归责体系在不同法系的兼容性尚需进一步检验。当人工通用智能时代到来，AI 具备自主意

识时法律主体地位是否应当重构，已超出本文范围，留待未来研究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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